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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形象地位的变迁有一个过程，它进入公共领域有着结构性原

因。以 2004 年以来发生的典型群体性事件为例，采用一种互斥性更强的分类框架可以将群

体性事件分为七类，它们分别是: ( 1) 直接利益相关的原生型集体维权抗争; ( 2) 无直接利益

相关的群体泄愤事件; ( 3) 地方政治生态恶化诱致的突发群体性事件; ( 4) 行业集体行动和

工业集体行动; ( 5) 工具性处理“死亡因素”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 6) 意识形态或政治动机驱

动的群体性事件; ( 7) 网络场域内生的群体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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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学术界关心

的一个主要现实问题。在本文中，我们把它界

定为在公共空间( 无论是实质性的还是虚拟性

的) 中上演的集体性对抗行动，如暴力对抗社

会控制机构、损害人身安全和财产、围堵建筑

物、阻拦交通等，十分接近“对抗性政治”( con-
tentious politics) 这个概念所描述的社会冲突场

景。［1］
与西方发达社会中更为常见的成熟社会

运动浪潮和更为形式化的 NGO 组织活动不同，

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政治领域中的一

个重要现象域。它的形成、爆发和平息，不但与

中国转型社会的重大结构特征直接相关，也与

中国社会独特的管控和治理模式直接相关，同

时还与中国社会中弥散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心理

息息相关。

一、当代群体性事件的形象地位变迁

中国社会对群体性事件的态度，经历了一

个逐渐变迁的过程: 从原先把群体性事件看作

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社会敌意”行为，［2］
或

把它看作是一个“犯罪学应该关注的前沿问

题”［3］，到现在则更多地把它看作是“有着自己

的信仰、文化价值观和理性策略战术选择的

‘有目的’的社会行动者”保卫自己权益、表述

自己立场的一种理性行动，［4］
或看作是“市场

经济和民主政治条件下的一种常态和常规”，

体现了“多元社会利益的正当性与表达的合法

化”。［5］
从群体性事件进入公共话语领域的时

间点来看，本世纪头几年才开始密集出现“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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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性( 突发) 事件”的叫法; 但也有学者认为，群

体性事件进入中国社会公共视野的时间点应该

提前到 1997 年。［6］①

关于群体性事件的称呼，也经历了逐渐变

化的过程: 以前类似的叫法有“非法聚集”、“非

法冲击”，或者干脆叫“暴乱”、“骚乱”。据本人

的观察，正是 2004 年发生的两起事件———四川

汉源事件和重庆万州事件———使得“群体性事

件”这一称呼开始正式走进媒体话语和学术讨

论之中。这一称呼上的“中性化”，至少意味着

如下几层含义: 首先，在于承认群体性事件参与

者的民事法律地位; 其次，在于承认引发群体性

事件的地方性危机或政治责任的存在; 第三，由

于中国的政治生态发生了变化，意味着执政者

的也 要“与 时 俱 进”，确 定 以 人 为 本 的 执 政

理念。

二、群体性事件进入公共领域

为什么到了 2004 年前后，我们对群体性事

件的关注开始增多呢? 除了群体性事件日益高

发这个本体论方面的理由之外，还有哪些可能

的解释呢? 本文认为，大众传媒作为一个产业

的内在动力也许是一个重要的动因。2001 年，

美国发生“9·11 事件”，中国电视媒体未能对

这一有史以来最重要的突发事件做出及时反

应，输给了以香港为基地的中文电视媒体“凤

凰卫视”。2003 年，非典爆发，前期由于信息发

布问题，孟学农和张文康两位部级官员被问责，

后期各类媒体才开始深度报道。因此，可以说，

本世纪初期两次新闻事件报道上的行动滞后，

以及随之而来面临的行业竞争压力，促使大众

媒体报道突发群体性事件的内在意愿有了显著

的提升。
其次，作为一个更为自主和多元的媒介平

台，互联网在中国社会的扩散和日益成熟②，成

为群体性事件得以中性化的一个重要支撑条

件。互联网不仅成为传播和扩散群体性事件信

息的一个渠道，同时其内部也生产出了一种特

殊的群体性事件即网络群体性事件。与此相关

联的，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民意的关注: 人

民网强国论坛和天涯论坛等网络民意阵地成为

中央领导人关注的民意空间; 而国务院新闻办

作为国家行政机构，也在每日关注着网络舆情。
第三，当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的案例随

着大众传媒的传播和扩散，成为普通人日常生

活中的谈资之时，它不仅传递着这样一种讯息，

即参与和推动群体性事件，的确是挑战者或抗

争者借以进入政治角斗场的有效途径，而且也

预示着中国的社会生态已经逐渐恶化到了这样

一种境地: 到处都是围绕物质利益的争夺和保

卫，以及相互对抗的社会行动者之间的信任缺

失。因此，可以说，大众媒体和互联网的发展与

群体性事件的高发，呈现一种紧密的伴生关系;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中公民采集、加工和扩散信

息的能力在持续加强;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治

高层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有能力改变情势的

“第三方”角色，而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

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主观认知状态，使得他们

确信，发起和参与群体性事件，真的是改变最终

结果的可选择行动策略之一。

三、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的一个分类框架

全国性的统计数据，目前没有见到权威的

发布。据有关部门统计，1993 年我国发生群体

性事件约 0． 87 万起，1994 年约 1 万起，2003 年

则达到 6 万起，2005 年上升为 8． 7 万起，2006
年超过 9 万起。［7］

另据学者统计，从发生次数来

看，过去 15 年间，群体性事件的年增长率为

17%左右; 而从发生规模来看，参与群体性事件

人数的年均增长率为 12%，由 73 万多人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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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其中的佐证之一，是中国期刊网“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的查询结果。输入“群体性事件”按题名检索( 查询时间为

2010 年 11 月 15 日晚 22 点整) ，共搜寻到 417 篇文献。除去不相关的 19 篇之外，其余 398 篇中，1996 年 1 篇，1997 年 1 篇，1998 年

0 篇，1999 年 2 篇，2000 年 4 篇，2001 年 10 篇，2002 年 5 篇，2003 年 12 篇，2004 年 10 篇，2005 年 15 篇，2006 年 33 篇，2007 年 36
篇，2008 年 42 篇，2009 年 112 篇，2010 年 115 篇。因此，把 1997 年说成是起点，也有一定的道理。

据 2010 年 7 月 15 日发布的《第 26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0 年 6 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 4． 2 亿

人，互联网普及率增至 31． 8% ，其中手机网民增至 2． 77 亿人。作为相对照的一个数字，2006 年我国的互联网普及率仅为 9． 4% ，5
年之中提高了 2 倍多。



到 307 万多人; 其中参与者百人以上的由 1400
起增加到 7000 起，增长 4 倍。［8］

从总体上来看，

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呈现出了快速上升的趋势。
对群体性事件的分类研究，有益于认识群

体性事件的状态、性质和起因，因而一直是学术

界的核心话题。许多学者提出了按维度分类的

原则，比如说，按参与者主体、参与规模、事件的

性 质，或 者 行 动 所 发 生 的 空 间 场 域 来 划

分。［9］［10］
这是一个相对简单的做法，但这样一

种分类，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满足科学分类的

两大原则之一———互斥性。换句话说，同样一

个群体性事件，可以在多个分类维度中，被分别

命名为“大规模群体性事件”、“针对基层政府

的群体性 事 件”和“发 生 在 农 村 的 群 体 性 事

件”。因此，本文不准备采用这种分类方法，而

是采用一种互斥性更强的分类框架，使得我们

遇到的每一个具体的群体性事件，可以在第一

时间比较直观地被划入某一类。
于建嵘提出了一个分类框架，认为群体性

事件可以分为五类，分别是维权行为、社会泄愤

事件、社会骚乱、社会纠纷和有组织犯罪。［2］
王

赐江则将群体性事件分为三类，分别是“基于

利益表达的群体性事件”、“基于不满宣泄的群

体性事 件”和“基 于 价 值 追 求 的 群 体 性 事

件”。［11］
这两个分类框架的好处，在于它们都符

合本文所强调的互斥性原则。但是，对于“有

组织犯罪”是否能够被列为群体性事件类型之

一，本人持保留态度。此外，本人通过大量的案

例观察，认为上述两种分类框架还不够全面，可

能遗漏了某些重要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形式，

从而与科学分类的另一原则———包容性———相

违背。
本人给出的群体性事件的分类框架包括如

下七个类别: ( 1 ) 直接利益相关的原生型集体

维权抗争; ( 2) 无直接利益相关的群体泄愤事

件; ( 3) 地方政治生态恶化诱致的突发群体性

事件; ( 4) 行业集体行动和工业集体行动; ( 5 )

工具性处理“死亡因素”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 6) 意识形态或政治动机驱动的群体性事件;

( 7) 网络场域中内生的群体性事件。这样一个

分类框架，是尝试性的和开放的，可以随着学术

批评和学术认识的提高，而进行不断的修正。
其好处一个是包容性原则得到了更好照顾，另

外，也使得我们能够把现实社会中所发生的任

何一种群体性事件，在第一时间内归为上述七

种类型中的一种，从而使得互斥性原则能得到

相应的照顾。①

1． 直接利益相关的原生型集体维权抗争

直接利益相关的原生型集体维权抗争，指

的是地域共同体或想象的身份共同体围绕着直

接相关的切身利益而展开的集体性利益保卫行

动。根据所涉及利益的不同，本文又把这一类

型分为两个亚型，分别是“经济 /物质利益”亚

型和“环境权益”亚型。
I 经济 /物质利益亚型

引发这一亚型群体性事件的经济 /物质利

益，主要集中在农村征地补偿、城市拆迁安置、
企业改制和欠资纠纷、工程移民等方面。2004
年发生的四川汉源事件和 2008 年发生的甘肃

陇南事件是这一亚型的典型案例。
汉源事件的最基本特征，是地方政府和国

营经济部门与地方民众之间的经济利益———具

体表现为围绕着征地及其补偿标准的民众长期

生计和现金收益———之争，而动用警力不当导

致的暴力冲突和伤亡结果，则使得群体性事件

进一步升级。甘肃陇南事件的最突出特征，是

所涉的地域共同体仅仅针对想象的威胁而非真

实的威胁做出了行动的选择。此外，这两个群

体性事件的处理结果，表明中国社会最终仍将

延续“情理法”三合一的原则来处理群体性事

件: 在汉源事件中受处罚的是政府官员，而在陇

南事件中受处罚的是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
II 环境权益亚型

环境风险已经日益成为乡村社区或城市街

区发生群体性事件的一个主要诱因。从当前的

情形来看，由环境权益保护而引发的原生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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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当然，对于某些特殊案例而言，它们有可能横跨两个类别。比如说，吉林通钢事件，既可以看成是第一类“直接利益相关的

原生型集体维权”，又可以看成是第五类“行业集体行动和工业集体行动”，因为通钢作为老的国营企业，其维权员工既形成了一个

面对潜在权益受损局面的地域共同体，同时，按照集体行动的内容构成而言，该事件又是一个典型的工业集体行动，只不过此时集

体行动的目标不是工资和劳动待遇，而是企业所有权和股权的调整所涉及的潜在利益。



体抗争，其主要怨恨集中在乡村工业污染、饮用

水和空气污染、有毒废弃物处理站、垃圾站、高
压线辐射、通讯基站辐射、高风险工业选址等方

面。2005 年的浙江东阳画水事件和 2007 年的

福建厦门 PX 事件，是这一亚型的典型案例。
东阳画水事件最令人震撼的是，在民风相

对柔和、与官方很少直接对抗的江南地区，围绕

着环境权益受损这一本体论威胁，所迸发出来

的反抗潜能。当地方政府仍然沿用过去一贯好

使的压迫性社会治理技术时，他们很可能没有

预想到自己所遭受到的抵抗能够达到何种程

度: 伴随着该事件在互联网络的迅速传播，画水

事件极大改变了地方政府和民众的自我形象认

知。而厦门 PX 事件在当今中国群体性事件中

属于异类，一方面因为它所采取的是和平抗议

方式，另一方面，它所依靠的动员方式，不是地

域共同体所隐含的由共同命运、共同生活经历

和面对面互动所营造的初级纽带，而是依靠抽

象的市民身份、大众通讯平台和现场行为规范

所达成的一致行动; 而且，厦门 PX 事件实际上

还利用了常规政治的动员和抗争手段，如政协

委员联署提案、市民代表座谈会等。上述两个

案例表明，环境权益保卫事件，将成为今后中国

城乡群体性事件的高发领域。①

2． 无直接利益相关的群体泄愤事件

无直接利益相关的群体泄愤事件，是指在

原生型怨恨缺失的情形下，仅仅由于一个简单

的导火索事件，而引起围观者或其他非组织化

的离散个体，集体地向特定或不特定对象实施

语言暴力、肢体暴力，或实行纵火、打砸抢等恶

性暴力行为的一类社会现象。关于无直接利益

相关的群体性事件，也已经逐渐引起学者们的

关注，因为这昭示着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态已经

走向了一个危机性质更为浓厚的新阶段。［12］
本

人也曾经对无直接利益相关的群体性事件的机

制进行过探讨，认为“移植的怨恨”和施展暴力

带来的直接心理酬赏，构成了这一类参与者的

主要行动动机。［4］
本文中，我们把这一类型的

群体性事件分为两个亚型: ( 1 ) 针对政治权势

者的群体泄愤事件; ( 2 ) 针对经济权势者的群

体泄愤事件。
I 针对政治权势者的群体泄愤事件

这一亚型涉及到了中国社会中一种普遍蔓

延的一般化怨恨情绪，即官民之间因利益分配、
社会权力意识和生活方式差异所构筑起来的对

抗性情绪。针对政治权势者这一亚型，最典型

的案例是 2004 年的重庆万州事件。在该案例

中，不需要核实引发公愤的当事人的身份，只要

他自称是公务员，就能招致围观群众的公愤和

现场社会干预。这表明我国基层社会中官民之

间的长期情绪对立和利益冲突，已经到了相当

危险的程度。
II 针对经济权势者的群体泄愤事件

这一亚型涉及到了中国社会中另一种普遍

蔓延的一般化怨恨情绪，即贫富之间因相对剥

夺、原罪推定和社会区隔等多重原因而建构起

来的对抗性情绪。针对经济权势者的亚型，我

们找到的案例是 2005 年的安徽池州事件。在

该案例中，外地牌照高档汽车所昭示的外地富

豪背景，结合着“打死一个最多三十万”的黑色

暴力威胁，加上当地警方未能及时有效处置，导

致原先还有一定耐心的安徽池州民众最终无法

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最终走上了此类群体性事

件的常规归宿———打砸抢活动。可以说，这个

案例对于当事各方来说，均传递了多重的警示

含义。与下面我们要说到的因地方政治生态恶

化诱致的突发群体性事件不同的是，在这里，社

会泄愤事件参与者的参与行为往往是临时起意

的，参与者之间也没有固定的组织联系，因此，

现场的情绪感染和变动中的情境定义，成了解

释此类参与的主要因素，而这，恰好是芝加哥学

派第二代 学 者 提 出 的“紧 急 规 范 理 论”所 强

调的。［13］

3． 地方政治生态恶化诱致的突发群体性

事件

2008 年的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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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009 年的两则新闻———2009 年 7 月 30 日，湖南浏阳镇头镇发生镉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造成湘和化工厂法人代表被刑

事拘留，浏阳市环保局局长和分管副局长被停职，相关责任人接受调查; 2009 年 7 月 31 日，因激烈的环保争议搁置近两年之后，中

国最大的合资炼化项目———中国—科威特南沙炼油化工一体化项目———迁离广州南沙，成为继厦门 PX 项目迁址事件后，第二个

因环保争议而改变投资地点的百万吨级以上石化项目。



2009 年的湖北石首事件，与前面两类群体性事

件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我把前者 归 为

“地方政治生态恶化诱致的突发群体性事件”，

因为尽管这一类型的群体性事件参与者并没有

直接的原生型怨恨作为参与的促发剂和推进

剂，但间接地，他们又都属于在本地政治场域内

遭受持续利益剥夺或遭遇持续社会不公正感的

本土反对派社区 ( oppositional community) 的当

然成员。
对于瓮安事件的深层原因，当时的贵州省

委书记有一个很好的总结。他认为，瓮安县在

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

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屡发生，而在处置这些

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

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不但导

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 加之

有的领导干部和公安民警长期以来失职渎职，

对黑恶势力及严重刑事犯罪、群众反映的治安

热点问题重视不够、打击不力，刑事发案率高、
破案率低，导致社会治安不好，群众对此反应十

分强烈。因此，瓮安事件爆发前，当地的恶劣政

治生态已经为事件的爆发准备了一大群长期处

于不满状态的潜在参与者。
孟连事件的深层原因，表面上是警民冲突，

其实质是胶农与企业的经济利益的长期纠纷。
胶农决定中止出售胶乳给公司，自行售给价高

的收购者，遭到公司派出的保安阻止，双方多次

发生冲突。县乡党委、政府对此简单地以治安

案件论处，反复动用警力介入，刺激胶农，致使

警察被打、警车被砸。据统计，在孟连事件发生

前，已累计发生群体性事件七起。省公安厅领

导建议分清矛盾性质，最大限度考虑群众利益，

调整利益纠纷，不同意治安整治和抓捕，但普洱

和孟连两级政府坚持动用警力。因此，在恶劣

地方政治生态中长期遭遇社会不公正的当地民

众，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也即潜在威胁( 拘捕和

随之而来的司法程序) 达到最高点的时候，发

起了有准备的反抗行动，后果极其严重。
与前面两个案例相似，石首事件所反映出

来的地方政治生态恶化，可以由石首事件中参

与者人群的素描中窥见一斑。在石首事件的主

导参与人群中，我们不但发现了以前类似事件

的死者家属( 他们抗议老百姓的人命太贱) ，还

发现了当地国有企业的退休工人( 他们抗议企

业改制时国有资产的流失) 、事发地的周边村

民( 他们抗议企业征地时的过低补偿和改制后

的利益受损) 和石首当地的普通市民 ( 他们抗

议石首成了著名的黄赌毒之城，居民普遍缺乏

安全感) 。正是基层社会这种普遍弥散着的间

接不满和怨恨，才最终解释了石首事件中参与

者群体始终高昂的抗争意志。
以上三个案例，很可能预示着中国的县级

行政区已经成为政治生态恶化的高发区; 今

后一段时间内，作为对当地恶化了的政治生

态之回应的突发群体性事件，很可能成为群

体性事件的主流类型。与民争利、工作作风

粗暴、危机公关意识缺乏、动辄动用警力，在

上述三个典型案例中都是重要的促发原因。
更为重要的是，三个案例中群体性事件无一

例外的逐步升级，既暴露了中国社会控制机

构处置能力的不足，也烘托出了当代群体性

事件处理的复杂性。
4． 行业集体行动和工业集体行动

我们把“行业集体行动和工业集体行动”
看作一种特殊的群体性事件。行业集体行动，

顾名思义，指的是( 行动者) 建立在相同的职业

经历和职业境遇基础之上，以改善职业待遇以

及与职业发展直接相关的政策环境为目标的集

体行动。工业集体行动，实际上是行业集体行

动的一个特例，既可以指发生在单个工厂中的

工人集体行动，也可以指发生在一个由多个工

厂构成的企业联盟网络之中的工人集体行动，

也可以指由全国性工会组织或准工会组织发起

的全国性工人集体行动。
对于这一类型的群体性事件，我们找到的

典型案例，是 2008 年多地出租车司机集体罢运

行动，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区以提升工资待遇为

目标的工业行动( 番禺卡西欧工厂罢工事件) 。
就第一个个案的具体情况来看，在 2008 年 11
月半个月时间内，四个省份的四个城市( 重庆、
海南三亚、云南大理、甘肃永登，既包括大城市，

也包括了中小城市) 发起了连锁罢运行动。我

们猜测，大众媒体的报道，使得其他城市具有相

同职业境遇和职业怨恨的出租汽车司机，敏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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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抓住了这一施加压力的机会，其最终目的要

么在于启动当地的行业磋商，要么在于间接地

对全国性或地方性行业政策产生影响，要么两

者兼有。而在 2008 年 3 月广东番禺卡西欧工

厂的罢工事件中，工人是作为争取自己经济利

益的理性行动者的面目出现的，厂方作为工人

声言的目标方，地方政府则是作为工人声言的

仲裁方，同时又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因此，对

于这一类型的群体性事件来说，我们的疑问是，

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之类的发达经济地区，地方

政府能否保持自己的中立仲裁身份呢? 由于

GDP 综合症，我们对此表示怀疑。此外，在番

禺的这个罢工案例中，推动工业集体行动的有

利微观结构条件，是参与者的共同命运、可辨识

的群体身份和预先存在的社会团结纽带和社会

组织网络。
5． 工具性处理“死亡因素”引发的群体性

事件

在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当中，另一个特殊的

类别，本人将其称为“工具性处理‘死亡因素’
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在该类事件中，必备的

形式要素大致有二: 其一，该类事件的导火索为

个体家庭或小团体的生命损失( 或身体的重度

残疾和重大健康损害) ; 其二，是该类事件中很

可能会牵涉到某个公共部门 ( 基层政府、公安

机关或医疗机构) 或其代理人。至于该公共部

门或其代理人是否与所造成的损害有着直接责

任关系，则并非重点。各地盛行的“医闹事件”
就是此类群体性事件的一个典型。① 而在其他

案例———如 2008 年陕西府谷事件和 2008 年广

东增城事件———中，都涉及到了交通事故造成

的人身死亡。
在府谷事件中，交通民警的检查行为间接

造成了当事人的死亡，因此，后续群体性事件的

发生似乎还有一定的情理基础。而对于广东增

城事件来说，作为群体性事件冲击对象的当地

公安部门，并没有与交通事故的发生存在直接

或间接的关系。因此，增城事件中，工具性利用

的意味似乎更浓一些。综合以上两个案例来

看，当人们发生重大人身伤害之类的损失时，如

何借助于群体性事与公共部门进行符号博弈，

以最大程度地获取赔偿金额，也许是隐藏在此

类群体性事件背后的一个真实的认知逻辑。具

体来看，医闹背后的认知逻辑是: “不闹不赔

偿、小闹小赔偿、大闹大赔偿”。再往上抽象一

点，也许我们还能提出一个所谓的刁民理论: 即

在某种情境下，由于稳定话语的两面性和过往

处理群体性事件的绥靖立场，各类社会行动者

也许会逐渐意识到，扮演刁民极有可能收获刁

民利润。鉴于“刁民”理论已经深入国民之心，

因此，我们可以预计，利用死亡因素或其他文化

伦理因素实施工具性利用 ( 要求经济补偿) 的

把戏，将成为导致地方性小型群体性事件爆发

的一个主要原因。
6． 意 识 形 态 或 政 治 动 机 驱 动 的 群 体 性

事件

意识形态和政治动机驱动的群体性事件，

除了政治反对派之外，最主要的就是族群冲突

和都市恐怖主义活动。最近两年时间里，分别

发生在拉萨和乌鲁木齐的族群暴力事件，是此

类群体性事件的典型案例。由于篇幅所限，本

文不再具其他案例说明。值得在此强调的是这

类群体性事件与其他几类群体性事件最大的不

同点: 除了行业集体行动和工业集体行动之外，

它具有强大的预先组织和现场动员的潜能; 而

与行业集体行动和工业集体行动相比更甚的

是，由于意识形态目标作为终极激励，这一类群

体性事 件 的 参 与 者 具 有 相 对 更 高 的 组 织 忠

诚度。
7． 网络场域内生的群体性事件

网络场域内生的群体性事件，指的不是在

网路舆论空间中围绕现实世界中已经发生的群

体性事件而引发的后续网络集合行为，如网络

民意支持、网络动员和网络人肉搜索行动等，而

是指引发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起源、过程和结果

均发生在网络舆论空间内部的那些群体性事

件，如周久耕事件、郑州副局长“替谁说话”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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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医闹事件的主要形式: 患者死亡; 患者家属要求医院赔偿; 医院拒绝; 患者家属在医院设立灵堂，干扰医院秩序; 医院要求公

安部门介入; 患者家属与公安机关发生冲突，或与医院直接发生冲突。近期一个比较典型的类似案例，是发生在福建南平的医闹

事件。



①如谢进川就把网络群体性事件定义为“由互联网上因特定议题( 包括事件) 引起，不特定人群规模性参与的、造成一定社会

影响的事件”。见其《互联网群体性事件研究评述》一文，载《现代传播》2010 年第 8 期。

件，以及更为特殊的网络“快闪”行为等。①目前

来看，网络群体性事件对于中国社会公共舆论

空间的重塑和再构，具有重要意义。
以上我们对七个类型的群体性事件，结合着

具体发生的案例，进行了简要的说明。这七个类

型的群体性事件，其发生机制有的更为接近，有

的则更为独立。总体而言，我们大致发现了如下

几个共同点: ( 1)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其前提和

诱因主要是真实的利益受损和长期且弥散的各

类怨恨; ( 2) 究其深层原因，主要是基层政治生

态恶化和由此导致的社会信任感丧失; ( 3) 从群

体性事件参与者选择的手段和战术来看，主要表

现为“自组织”+“暴力对抗”; ( 4) 从多个典型

案例当中，我们都发现了社会控制的误区，即以

强制手段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与此同时，我

们遇到的社会控制挑战则是，在工具主义价值观

盛行和基层政府合法性逐渐消减这双重因素的

影响下，早先有效的群众工作手段已经失灵了;

( 5) 我们也在多个典型案例中观察到了高层级

政府作为仲裁者和调停方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 6) 与此相对应，我们发现基层政府主要官员成

了最主要的问责对象，而这一点，很可能将极大

改变未来群体性事件发生时，事件参与者和社会

控制方两者的主观认知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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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s Incidents in Modern China: Change of Image and
Reconstruction of Classification Framework

LIU Neng
( Sociological Department，Beij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 It undergoes some time to change the image of mass incidents in modern China and there is a structural rea-
son for its entrance into public field． The classical mass incidents since 2004，for example，can be divided into seven types
by means of a more repulsive classification framework． 1． primary collective struggle for the protection of right relating to
direct interests; 2． mass incidents concerning the release of anger without relating to direct interests; 3． sudden mass inci-
dents caused by the deteriorated local political ecology; 4． industrial collective behavior and business collective behavior;
5． mass incidents resulting from institutionally dealing with“death factor”; 6． mass incidents driven by ideologies or poli-
tics; 7． inherent mass incidents of internet．

Key Words: Mass Incidents; Image; Public Field; Classification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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